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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由本論壇第一篇文章〈世界及台灣原住民族健康問題：歷史及政治

經濟學的視野〉我們知道，不論世界或者台灣的原住民族，皆因資本主

義的入侵，而面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面向的弱勢發展，並

以其珍貴的健康作為弱勢處境的陪葬品。而台灣的原住民族因為資本

主義的生產方式、生產關係及其相關的矛盾，致使在各種社經指標的

表現上，不僅較台灣一般民眾弱勢，並且與台灣一般民眾呈現出越來

越大的差距，包括健康。進一步審視原住民族諸多健康問題，我們發

現，飲酒相關健康問題的不平等發展特別明顯，出現較一般民眾越來

越惡化、越來越弱勢的情形。本文將以原住民飲酒相關健康問題的現

況出發，探究導致原住民健康不平等的根本原因

二、原住民飲酒相關健康問題

飲酒對人體健康影響的這類研究在早期有較多的探討，主要在討

論飲酒所帶來的優缺點各自為何。適度飲酒，可以使大腦中抑制的功

能減低，使身心得以放鬆，亦可預防許多心血管與呼吸道相關疾病；

反之，過量飲酒，則會使人辨別力、記憶力、集中力及理解力降低甚

至消失的情況發生（游若篍等　2004），也會帶來各種急、慢性的健康

損害。有關飲酒對人體生理影響，國內外已經有相當豐富的臨床研

究，主要的結論是飲酒量越多、時間越長、頻率越高，對身體各種的

健康危害越大（陳怡如　2007；張德明　2006；李錕、李偉華　2005；

謝明容、蘇志英　2003；Rehm et al. 2006；Chou & Lai 1998；Chang et 

al. 1997）。

飲酒是許多健康問題的危險因子，本文參考前人的研究，在許多

與飲酒相關的疾病當中，選擇因飲酒導致死亡情形比較嚴重的幾項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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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來進行歷史趨勢分析，在這些疾病死亡中，可歸因於飲酒的百分比

相當的高：酒癮症候群 1（100%）、慢性肝病肝硬化（酒精性肝炎肝硬化

100%、其他種類肝硬化50%）（Jones et al. 2008; Rehm et al. 2006; Zureik 

& Ducimetière 1996）。除了前述兩種疾病之外，本文亦將痛風列入這次

探討的飲酒相關疾病之中，原因在於雖然直接因痛風而死亡的比例較

低，但是痛風的發作卻與每日的飲酒量緊密相關（張德明　2006；

Zhang et al. 2006；Choi et al. 2004）。國內亦有文獻指出，台灣原住民相

較非原住民有較高的痛風盛行率（黃建財等　2000；Chang et al. 1997；

Chou & Lai 1998），因此，痛風實為探討台灣原住民與非原住民飲酒相

關健康不平等的重要議題。以下本文將以多餘死亡指數 2來分析原住民

與非原住民在飲酒相關健康問題的不平等狀況。 

從圖1的整體分析來看，原住民在各項飲酒相關健康問題的多餘

死亡指數都相當高，特別是痛風，高達96.4%，這表示若原住民與非原

住民有著相同的痛風死亡率，100位因為罹患痛風而過世的生命中，約

有96位是可以被挽回的。進一步探討原住民痛風多餘死亡指數的歷史

變化，可以看見該指數在過去40幾年期間快速上升，這表示原住民死

於痛風的情形較非原住民越來越惡化。而雖然原住民酒癮症候群的多

餘死亡指數在近四十幾年來略有下降，然而自始至終都維持在80%以

上。慢性肝病肝硬化的多餘死亡指數也逐年攀升，至2001-2013年期

間，達到82.4% 。從上述幾個疾病的多餘死亡指數來看，原住民與非

原住民飲酒相關健康問題不是差距越來越大，就是一開始便有著巨大

的差距，並且數十年間越差越多，或者縮減不多。由此可知，原住民

的飲酒相關健康問題的弱勢處境並未隨著台灣整體經濟與社會的發展

而得到紓解，反而與非原住民比較起來，有越來越弱勢的趨勢發生。

上述的分析中，我們進一步檢視不同性別的原住民多餘死亡指數

1 指飲酒所引起的精神或行為失序。

2 多餘死亡指數的計算請參考本論壇第一篇論文註腳4(p234)



台灣社會研究　第九十七期　2014年12月250

在上述飲酒相關疾病的表現（不在圖中），原住民男性與原住民整體有

著差不多的趨勢，而原住民女性在各死因的多餘死亡指數上反映出更

不平等的問題—原住民女性多餘死亡指數更高（酒癮症候群、痛風）、

多餘死亡指數下降的更慢（酒癮症候群）、或多餘死亡指數上升的更快

（痛風）。

三、對原住民飲酒相關健康問題的主流詮釋

筆者爬梳前人研究發現，探討慢性肝病肝硬化、酒癮症候群、痛

風等疾病與飲酒之間關係的研究相當的多，但是進一步探討原住民為

何會罹患或死於這些飲酒相關疾病的研究就相對的少。在探討原住民

罹患或死於這些疾病的研究當中，絕大多數的研究者認為原住民是因

為愛喝酒而導致酗酒、飲酒頻率高、飲酒量多，或者原住民喜好飲用

圖1）原住民（相較非原住民）飲酒相關健康問題多餘死亡指數
資料來源：衛福部統計處死因資料庫

說明： 本文所遇到的死因資料限制同本論壇第一篇文章（請參考第一篇第六部分第一
段），故採取與第一篇相同的資料定義（請參考第一篇圖6說明）。其中，為了避免
單一年度數值太少而引起死亡率趨勢的不穩定，故計算死亡率時需要進行年代的

合併。惟，本文所探討的各死因死亡數較第一篇所探討的總死因死亡數少，為求

較穩定的資料趨勢以看出其歷史變化，故不同於第一篇以每5年為一區間、最後一
區間為3年合併計算，本文改以每10年做為一個區間，最後一個區間為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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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酒類特別容易導致罹患或死於這些飲酒相關疾病（葉靜宜等　2013；

張天鈞　2012；黃建財等　2000；周昌德等　1994；葛應欽等　1994；

胡海國等　1989），有這類詮釋的研究約占筆者所收集到的文獻的九成

之多。亦有部分研究者從原住民的基因表現、飲食習慣、3對疾病認知

不足、受到其他疾病的病毒感染 4而引起⋯⋯等面向來詮釋為何原住民

罹患或死於這些疾病較為嚴重（Tu et al. 2010; Cheng et al. 2004a; 葛應欽

等　1994）。另外也有研究探討疾病表現跟人口特徵、健康行為的相關

性（林慶豐　2008；趙善如等　2007），但是這類研究欠缺對這些相關

性的詮釋探究。整體而言，這些對原住民飲酒相關健康問題的詮釋多

半缺乏對健康惡化過程的歷史分析，也僅針對特定期間或特定區域進

行研究探討，無法回應我們看到的問題—原住民飲酒相關健康問題是

長期的、整體的在惡化當中。

上述探討原住民飲酒相關健康問題成因的類別當中，又以探討原

住民飲酒行為的研究最為多數，大致可分三類：個人因素、原住民面

臨不利的結構性因素，以及更根本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邏輯。

用個人因素來詮釋飲酒習性的變化導致飲酒相關健康問題的研究

多聚焦於心理因素以及生物醫學因素兩個面向。心理因素認為飲酒是

為了反應原住民對於特定形象的追求，例如男子氣慨，或者飲酒用以

表達情緒等（葉美玉　2003；顏婉娟　2000；陳全成　1999，1997；黃

韶顏、鄭穆熙　1998）。生物醫學因素則認為基因的表現決定了原住民

飲酒的行為（鄭泰安、羅爾維　2007；Chen et al. 1997）。這類的詮釋把

原住民飲酒的原因個人化，進一步把健康惡化的責任也個人化，對於

承載著健康惡果的原住民，不僅沒有突破健康弱勢的可能性，更陷他

3 如喜好吃醃製品、生食動物內臟而導致痛風、高尿酸（葉靜宜等　2013）。
4 如感染B型、C型肝炎病毒有可能會導致肝硬化發生，而原住民B型肝炎或C型肝炎

的感染率或帶原率又較一般人高，因此導致原住民肝硬化的問題也較為嚴重（葛應欽

等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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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於被污名化的困境當中。

而認為是因為原住民面臨不利的結構因素使得他們的飲酒行為發

生變化的這類研究指出，個人的飲酒行為往往都是受到外在環境影響

而慢慢建構出來的。因此原住民或者受到同儕影響（葉美玉　2003；葉

美玉等　2002）、或者受到家庭影響（張欣萍、高淑貴　2000；葉美玉

等　2002）、或者受到在涵化過程中面臨的各種處境影響（Cheng et al. 

2004b；葉美玉等　2002；鄭泰安　1997；李亦園　1982），使得他們

出現較高的飲酒盛行率。這些探究結構因素對原住民飲酒行為影響的

研究比較欠缺理論上的連結，各有各自的一方詮釋，然而，造成這些

不利原住民的結構因素其背後必然有著共同的推力需要被清楚辨識。

從前面幾段的分析我們可以看見，台灣學術界對原住民飲酒相關

健康問題及其飲酒行為的主流詮釋多半是責怪受害者、欠缺歷史向度

的分析，或者尚未能明確指認最根本的因素，因此無法有更寬廣的視

野來面對原住民族群在短短數十年間發生的飲酒相關健康問題快速惡

化的情形。然而，國外卻早在19世紀便有重要的政治經濟學分析，直

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邏輯才是導致弱勢群體飲酒行為及其健康問題

惡化的根本原因。

恩格斯於1845年針對勞工階級所做的專書《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邏輯的分析，對我們分

析台灣原住民飲酒行為相當有啟發作用。恩格斯認為對英國工人而

言，飲酒有其重要的社會意涵，就是滿足工人與朋友往來的社會需

求。恩格斯進一步指出1830年英國的啤酒法案（Beer Act）大幅放寬了

販酒的限制，這等於是將啤酒送到每個人門前一樣，促使酗酒行為的

蔓延。他也指出19世紀中期，英國的勞工階級花費在飲酒的錢每年高

達2,500萬英鎊，連帶著在健康、家庭以及社會上都因酒癮而造成龐大

的經濟損失（Engels 1969）。

Merrill Singer（1986）在她所著的一篇反省人類學研究飲酒的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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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到，忽視全球政治經濟力量是過去人類學及社會科學在探討飲酒

行為及相關健康問題等研究的缺失，因為這股力量不但在過去，甚至

現在仍持續在不同的文化中重塑著社會關係以及飲酒的樣貌（Singer 

1986）。Singer的研究中引述Brenner（1975）對社會現況與飲酒相關健康

問題關係的描述：飲酒相關的問題與經濟景氣相關，景氣不好，社會

壓力大而導致更多逃避型的飲酒行為產生，進而引起飲酒相關疾病—

如肝硬化的死亡率上升。

Singer針對恩格斯於1969年被再次出版的著作，歸結出六大重

點：（1）成癮性的飲酒行為是極為重要的健康與社會問題；（2）階級關

係所導致的各種社會情境促成了成癮性飲酒行為的發展；（3）階級衝突

時，大量飲酒可能促成團體內部的團結；（4）飲酒以及飲酒相關問題的

程度與酒的可獲性緊密相關；（5）國家在鼓勵飲酒，或者在促進酒的可

獲性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6）社會階級中能控制酒類生產與行銷，並

從中獲得利潤的那群人，也在促進酒的可獲性上面扮演重要的推手。

從這裡我們可以清楚看見，在19世紀的英國工人飲酒及酒精成癮

問題的背後，資本主義發展與國家扮演重要的推手，加上販售酒類既

得利益者的推波助瀾，如廣告刊登，使得受害者普遍是社會階級較低

的勞工階級，這種對政治經濟高敏感度的分析，直到現在，對飲酒行

為及其相關健康問題的分析仍然十分受用。

國外針對原住民或者一般民眾飲酒行為及其健康問題的政經分析

相當豐富，從探討階級關係（Singer 1986; Park 1983; Mäkelä et al. 1981; 

Taylor 1979）、社經地位（Robins 1980），到酒的商品化（Andres 2002; 

Kunitz & Levy 1994; Singer 1986; Parker et al. 1978; Atkin & Bloch 1980; 

Harford et al. 1979; Bunce 1979; Defoe & Breed 1979）、國家角色與財政

負擔（Cavangh & Clairmonte 1983），在在都直指問題核心—資本主義的

生產方式與邏輯才是導致飲酒行為及其健康問題惡化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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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台灣原住民族飲酒相關健康問題的批判分析

我們清楚知道，資本主義不可能侷限在單一區域發展，必定是流

竄全世界以展現它的影響力與破壞性，台灣不可能自外於資本主義的

影響，也就是說，要探討台灣原住民的飲酒行為以及相關健康問題的

劇烈變化，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是相當迫切且重要的，並且從過去的文

獻來看，這樣的分析也是非常欠缺的一環。本文立基於此，將從台灣

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當中，探討酒的商品化以及原住民的社會變遷，

如何影響其飲酒行為與相關健康問題的發展。

（一）原住民社會酒的商品化

從本論壇第一篇文章我們看見台灣政治經濟發展下原住民社會的

變動情形，這股政經變遷的力量，同樣對酒的商品化起了相當大的作

用。究竟原住民傳統與現在用酒的方式與意涵有什麼差異？酒的商品

化是如何發生？而這種變化之下，表現在原住民族群或原住民地區又

是什麼樣的酒類消費情形變化？以下將分為「傳統原住民文化中的

酒」、「專／公賣時期與民營化之後的酒」、「原住民社會酒類消費金額

與消費量的歷史變化」等三部分來探討。

1、傳統原住民文化中的酒

台灣原住民傳統的飲酒文化記載中，除了居住於蘭嶼島上的達悟

族可能因為傳統釀酒技術的失傳，因而早期的民族誌當中都不見討論

達悟族人的飲酒文化之外（李亦園　1982），幾乎各族都有飲酒相關文

化的記載。傳統文化中，原住民相當重視酒的使用時機與象徵的意

涵，更甚於飲酒下肚後的精神體驗與生理作用，根據日據時期的記

錄，原住民使用酒的時機是為了慶祝農收（陳全成　1999），《台灣蕃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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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習研究（一）》也指出，台灣的原住民在報謝祭、5狩獵祭、摘穗祭中以

酒為供祭之物（引自陳全成　1999），許多文獻中亦指出原住民飲酒的

場合包括婚宴、建屋、狩獵、出航等等，在這些場合當中，酒是重要

的祭典備品，而喝酒乃是為了配合祭典所行使的儀式之ㄧ（楊士範  

1998；陳憲明、汪明輝　1993）。利格拉樂．阿 （1996）在《誰來穿我

美麗的衣裳》書中記載著外祖母的話：

以前我們喝酒是為了慶祝，慶祝耕種獲得的小米除了夠吃以外，

居然還有多餘的可以用釀酒，所以我們感謝天上的祖先，讓部落

有豐收的一年。（頁94）

在《社團法人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於2006年舉辦的「部落健康

大步走」記者會上，一位來自屏東排灣族部落的頭目說：

以前我們部落要有酒喝不容易，因為你有豐收小米的時候，你才

有酒可以釀，對不對？你沒有小米的時候，今年不豐收，那今年

就一點酒也沒有。（R3-記者會）

由於是因應祭典儀式的需求，加上人工釀製的過程費時費工，更

可能遇到釀製失敗的風險，因此最後所釀製成功的酒量，往往僅能提

供祭典儀式使用，而且相當講究飲酒的規範以及程序（陳憲明、汪明輝  

1993）。筆者後續再訪談上述屏東排灣族的頭目時，頭目指出：

最多一個缸、一個甕這樣釀⋯⋯當然釀完了以後，豐年祭的時候

才有喝，要開封的時候頭目會巡部落，去一個一個品嚐，看看哪

5 即現在所指的豐年祭、祖靈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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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釀的比較好，就會有這樣的一個形式出來，那種尊重，對頭目

的一個尊重。（訪談R3-11）

一般來說原住民族於祭典或喜慶場合用酒時，需由部落耆老開始

飲用，年輕人若非相當的傑出，是不可能得到耆老的賞賜而喝酒的，

而小孩是絕對沒有辦法喝酒的。這樣具有規範性、集體性、象徵性的

飲酒方式，很難會有喝到過量、喝到醉的狀況發生，更遑論是喝到成

癮、喝出健康問題來（利格拉樂．阿 　1997；陳憲明、汪明輝  

1993）。這樣的情景就如筆者訪談的頭目所說：

先頭目開封然後喝了以後，你們大家才可以喝，那也不是喝到醉

到都不能走路這樣，沒有那樣的情形，沒有！（訪談R3-11）

原住民傳統文化中的酒不僅是維持部落重要傳統祭典舉行的必需

物品，更藉由用酒的過程，展現出部落規範的約束力，落實到族人的

日常生活中，因此，在傳統文化中原住民飲酒行為不但不是一種放縱

墮落的現象，相反的，卻是作為部落整合、價值確立的重要行為（夏曉

鵑　2010）。

從探討原住民傳統文化的文獻、相關的影片紀錄，或者文獻中早

期研究者的部落經驗反映，原住民族在祭典儀式要使用酒之前，是不

曾或不需要去購買酒的，那麼是從什麼時候開始，這些在傳統中習慣

自力釀製的酒，開始在部落中以商品的姿態大幅出現呢？重要關鍵，

就是酒專／公賣 6政策的推行。

6 日據時期稱為「專賣」，國民政府來台後改為「公賣」，僅是名稱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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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專／公賣時期與民營化之後的酒

在日據時期酒的專賣制度推行之前，雖有一些小型的造酒業者製

作販售，但是這些小規模的營運情形，對一般民眾的用酒行為影響不

大，尤其是對地處偏遠的原住民族群而言，在祭典儀式舉行前才開始

自行釀酒作為祭品，並在製酒的過程中恪守一切繁複的文化傳統，仍

然是當時普遍的用酒形式。到了1922年，為了紓解日本政府長年戰爭

的財政窘境，日本殖民政府將酒納入專賣事業版圖之中，禁絕一切民

間私營的造酒業。自此之後，台灣民眾的日常用酒就必須向殖民政府

所經營的各個營銷所購買酒，儼然是透由國家的公權力強迫民間文化

的轉型，此舉讓酒的商品化在幾乎沒有受到任何阻礙的情況下，越來

越徹底。而對地處偏遠的原鄉部落而言，雜貨店是打開原住民部落市

場經濟的重要管道，亦是酒的銷售據點。1945年，台灣光復，國民政

府來台，因為酒專賣帶來豐厚的財政收入，使其延續日本殖民政府做

法，繼續將酒列入國家公賣事業版圖，而負責公賣事業的台灣省菸酒

公賣局更積極打開各方的市場通路，以爭取更多的公賣營收。

本研究彙整了1952-1997年 7歷年《台灣省菸酒事業統計年報》的資

料看出（圖2），1952年起，台灣全省酒的零售商家總數 8就不斷的擴

增，從1950年代的1萬多家增加到1997年的6.6萬多家，酒的商品化

隨著零售據點的擴增，越來越徹底、全面。

而酒的商品化隨著行銷通路的打開，也為台灣政府帶來越來越可

觀的財政收入。從諸多研究菸酒專／公賣收益的文獻我們可知，歷年

7 菸酒公賣時期，所有公賣銷售的數據皆登載於各年度的年報當中，並且為全體國民

之公共財，開放給全民使用；然公賣局因民營化浪潮而改制成台灣菸酒股份有限公

司後，所有銷售數據盡歸私人企業所有，不再對外公開，故本研究僅能收集到1952-
1997年期間的資料。

8 此處筆者所計算的「酒零售商家總數」是指以下所有販酒零售商的總和：兼營菸酒零

售商+酒專賣零售商+生啤酒零售商+機關福利社。其中本研究未將酒精銷售據點列
入，因為酒精販售目的極少是直接拿來飲用，有些是做為醫療消毒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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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與菸的公賣收入佔國家公賣收入的比例約在伯仲之間（余玲雅  

2006；鄭慶良　1999）。整體來說，1964年到1984年的20年期間，菸

酒的公賣收入不斷上升，從1964年的29億元上升到1974年的79億

元，後來歷經世界石油危機的衝擊，使得政府決定大幅調漲菸酒公賣

的價格來增加政府的收入（謝讓鴻　2004），因此菸酒的價格在1974年

到1980年的短短6年之間，漲了一倍以上，使得1975年的公賣收入上

升到131億元，到1981年更達到340億元的收入總額，直到2000年菸

酒的公賣收入已經突破700億元。菸酒公賣如此豐厚的財政收益當

中，有一半以上是酒作為商品所貢獻的。

1970-80年是台灣經濟起飛的年代，台灣整體的賦稅收入也隨之增

加，其中與貿易相關的稅收相較於公賣收入也越來越重要，這一點從

公賣收入佔各級政府收入比例及排名情形即可得知。從1964年到1984

年，菸酒公賣的收入佔各級政府稅收比重越來越低，在1965年時值台

灣出口導向時期，工業化的發展使得菸酒公賣收入首次被關稅超越，

變成政府收入來源的第二名，比重佔21.5%；1969年與1973年又分別

被貨物稅及所得稅趕了過去，成為政府收入來源的第四名，比重佔

（圖2）歷年酒零售商家總數
資料來源：1952-1997歷年《台灣省菸酒事業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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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7％，菸酒公賣收入佔總收入的比重持續下降到2001年改制之前，

只剩下4.6％。上述公賣收入總額越來越高，但是公賣收入佔政府收入

比重卻越來越低的現象，乃因為國內菸酒消費市場不斷擴大，而其他

稅收卻以更快的速度增長追趕過去的最終結果（謝讓鴻　2004）。

2002年加入WTO之後，台灣的菸酒公賣制度被廢除，取而代之

的是新自由主義之下的自由市場競爭規則，由菸酒公賣局轉型的台灣

菸酒股份有限公司，也必須投入這個競爭機制當中，利用更廣的行銷

通路以及媒體廣告的策略來達成預定的營收目標，甚至是越多越好。

此時，酒的商品化及市場化就更加徹底了。

3、原住民社會酒類消費金額與消費量的歷史變化

上述台灣社會酒的商品化軌跡也同樣對部落產生影響，以下我們

將進一步探討原住民部落中，酒的商品化過程以及原住民飲酒行為的

變化情形。

探究台灣日據時期以來的政治經濟歷史發展，我們看到，日本殖

民政府在以國家整體發展為主要目標下，1922年施行台灣酒專賣政

策，將酒生產、銷售全數的利益所得盡歸日本殖民政府，此時台灣酒

的商品化已經和殖民政府強大的公權力結合在一起。對當時台灣的原

住民族而言，日據時期的專賣政策卻對其影響較小，因為當時日本殖

民政府對台灣原住民各族尚未能全面掌握，因此相較於酒專賣所能獲

得的利益，日本殖民政府更加注重理蕃政策的推行成效，因此對於酒

在原住民部落中製造與消費的要求相對台灣其他地區低很多。然而，

在一般情況下，當時殖民政府酒的銷售採行需要經過專賣局先批售給

批發商，再由批發商轉賣給零售商的兩級行銷制度，而日本殖民政府

卻另外規定只要是山地事業關係人員就可以直接以批發價彙購（余玲雅  

2004），給予山地便宜、直接、快速的酒類商品來源，因此，雖然原住

民社會相對其他地區較不受到專賣政策的規範，然而酒類商品化的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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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仍然透過更便捷快速的行銷制度，打開原住民部落酒類商品化的大

門。筆者在訪談部落裡的老人家時，一位80多歲老人家的生命記憶也

印證了這樣的歷史發展：

以前沒有酒阿，沒有賣嘛，沒有賣的地方阿⋯⋯日本時代，沒有

酒阿。（訪談R6-05）

國民政府來台之後，初期著重於山地行政體制的建構，直到1950

年代後，才陸續頒佈促使山地現代化的相關辦法，1951年頒布的「山

地人民生活改進辦法」中，在飲食方面特別提出勸止原住民酗酒為重要

推行目標，這是以改善原住民「不良的」生活習性之名，行打壓原住民

傳統飲酒文化之實（凌純聲　1957）。果然，在1957年7月1日，政府

下令禁止山地私家釀酒，這個政策立刻對原住民傳統飲酒文化的傳承

帶來極大的衝擊，從此原住民依循傳統文化的用酒模式便難以維持；

而台灣省菸酒公賣局公權力與其已經建置完善的行銷通路，便趁此嵌

入原住民的生活當中，原住民部落中酒商品化的時代在此時可謂全面

的來臨。公賣局進入部落的軌跡，是現在許多部落中老年人共同的生

命記憶：

一開始沒有，是山下的人載（公賣局的酒）上來（賣）的，用大木桶

有沒有⋯⋯叫村子裡的人拿瓶子去裝⋯⋯後來有人叫我們去登記

（筆者註：向菸酒公賣局登記成為合法的零售商），說這樣（部落的

人要買酒）比較方便，政府會派人給我們送（酒）⋯⋯說這是合法

的。（訪談R13-13）

而原住民社會酒的商品化的軌跡，我們可以從下面分析的酒類的

銷售量與銷售金額得到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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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酒類消費金額

李亦園（1982）針對台灣5個原住民村落飲酒情形所做的研究指

出，各族的原住民花費在購買酒的金額，從1969年到1978年是逐年升

高，例如，泰雅族從1970年每人每年花費378.4元消費酒類，8年後這

個金額已經上升5倍，到達1,980.7元，這個增加的趨勢遠遠超過台灣

全省平均僅上升2倍多的現象。在這些原住民族群當中，又以雅美族

（今達悟族）上升的情況最引人注目。在1970年代以前鮮少接觸酒類的

雅美族人，幾乎不飲酒，直到1969年第一批雅美族人到台灣工作之後

開始飲酒，並將飲酒的習慣帶回到部落，雅美族人從1972年每人每年

在購買酒類方面平均花不到30元的情況，在6年之內飆漲了35倍左

右，到1978年每人每年花費1,056.7元在消費酒類。

（表1）原住民各族每人每年平均酒類消費金額
（單位：新台幣元）

年代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泰雅 - 378.4 416.8 537.3 661.2 881.6 1061.5 1160.6 1455.6 1980.7

阿美 - - - - - - - -   741.6   927.3

布農 235.0 293.0 253.0 308.0 410.0 504.0   504.0   228.0 816 1189.0

排灣 294.3 312.4 226.9 354.1 450.7 497.9   766.9   840.0 1124.4 1651.8

雅美 - - -   29.8   89.2 217.9   383.5   540.0   633.9 1056.7

全省平均 264.8 295.4 313.7 342.8 424.7 526.2   571.8   624.6   745.6 -

引用資料來源：李亦園（1982）。
原始資料來源：台灣地區菸酒事業統計年報，各鄉鎮菸酒配銷年報表。

而根據本研究所收集彙整的資料顯示（圖3），全台灣在從1952年

起每人每年花費在酒的金額一直在持續增加，雖然到了90年代初期開

放洋酒進口後，民眾消費菸酒公賣局的酒類金額因而受到影響而減

少，我們還是可以看出，到了1997年平均每人每年在酒類消費金額最

多的兩個分局為台東3,512元、花蓮2,874元；而台東縣、花蓮縣又為

全台灣原住民人口比例最高的兩個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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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酒類消費量

我們再從一般民眾較常使用的米酒消費量來分析。從表2可知，

1969年的時候，台灣當時全省的每人每年飲用米酒的瓶數大約是6

瓶，而同一時期的布農族與排灣族，卻已經遠遠高出台灣平均至少3

倍和6倍以上，布農族每人每年飲用21.3瓶米酒，而排灣族則達38.8

瓶之多；這個差距倍數一直到1978年已經呈現6倍與9倍以上的差

距，布農族平均每人每年飲酒52瓶米酒，排灣族76.8瓶，全省平均則

維持在8.4瓶的量。差距變動最大的則是泰雅族，1970年的時候，泰雅

族飲用的米酒量是台灣平均的2.8倍左右，到了1978年泰雅族以平均

每人每年58.4瓶的飲用量高出台灣省平均7倍。

原住民地區與台灣平均的飲酒量差距一直到了1980年代後期仍然

存在。在陳憲明與汪明輝兩位學者進行的研究分析中（表3），從1986-

1989年，台灣30個山地鄉不論在實際飲用的容量或瓶數方面，每人每

年的飲用量都高出全台灣平均近2倍左右，但可能因為比較期間太

短，僅1986-1989年，共四年，所以山地鄉與全台灣酒消費量的差距倍

數看不出明顯變化。換算成飲用的絕對酒精量，1989年山地鄉在原住

（圖3）各分局每人每年酒類消費金額
資料來源：同圖2
說明： 為方便讀者辨識，此處僅呈現出1997年每人消費酒類金額最高的前七個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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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所偏好的米酒以及啤酒兩種酒類，也呈現比台灣地區平均高3.7倍以

及1.6倍的情形（表4）。

（表2）原住民各族米酒每人每年平均消耗瓶數與全省平均的倍數關係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瓶數 倍數 瓶數 倍數 瓶數 瓶數 瓶數 瓶數 瓶數 瓶數 瓶數 瓶數

倍數

（原住民 /全
省平均）

泰雅 - - 19.8 2.83 21.4 26.8 54.1 37.4 48.8 58.5 60.2 58.4 6.95

阿美 - - - - - - - - - - 27.8 - -

布農 21.3 3.55 27.9 3.99 23.0 27.0 34.2 43.3 46.6 49.9 49.9 52.0 6.19

排灣 38.8 6.47 39.0 5.57 41.0 43.7 52.0 62.3 69.7 75.1 75.1 76.8 9.14

雅美 - - - - - 1.9 6.7 14.5 27.2 32.4 32.4 36.8 4.38

全省

平均
6.0 - 7.0 - 7.6 8.4 8.8 11.0 12.7 13.2 12.3 8.4 -

資料來源：同表1

（表3）15歲以上平均每人每年酒消費量

年度 酒消費量 30個山地鄉 全台灣 差距倍數

1986
酒（公升）

酒（瓶）

  77.0
128.3

40.2
66.9

1.9
1.9

1987
酒（公升）

酒（瓶）

  78.0
129.9

43.5
72.5

1.8
1.8

1988
酒（公升）

酒（瓶）

  78.7
131.9

43.9
73.2

1.8
1.8

1989
酒（公升）

酒（瓶）

  88.3
147.0

45.6
76.1

1.9
1.9

資料來源：陳憲明、汪明輝（1993）。

（表4）1989年15歲以上每人平均消費四種酒類的絕對酒精（單位：公升）

米酒 啤酒 紹興酒 參茸酒 合計

山地鄉 6.5 2.2 0.5 0.8 10.0

全台灣 1.8 1.3 0.6 0.5 4.2

倍數（山地鄉／全台灣） 3.7 1.6 0.8 1.6 2.4

資料來源：同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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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研究我們分析台灣省菸酒公賣局的歷年銷售資料亦發現，在

分局轄區包含台灣原住民最主要分布區域的台東以及花蓮分局，從

1952年以來都維持比台灣省全體平均每人每年消費量高的情況，1952

年全省平均的每人每年消費量是6.8公升，當時花蓮分局每人每年消費

13.3公升的量就已經較其高出2倍多，近年來雖然酒類消費量的差距有

些微的拉近，但是花蓮及台東分局從1970年代中期以後到1997年，就

一直保持在全省平均每人每年消費量最高的前兩名，甚至出現與其他

分局每人每年酒類消費量差距加大的趨勢（圖4）。

為了方便比較，圖3與圖4以資料可得的最新年度1997年的排序

做為選取標準，在酒類消費金額與消費量各自的前七名中，原住民人

口比例最高的台東、花蓮一直都是前兩名。從整體趨勢來看，幾乎所

有的業務分局不論在酒的銷售值或銷售量上，隨著年代的變化，越來

越多；其中在每人每年的酒類消費量上，台東、花蓮兩個分局不僅分

佔一、二名之外，與其他分局的差距也漸漸拉開，而每人每年酒類消

費金額上，第一名的台東分局也呈現出與其他分局越拉越開的趨勢。

（圖4）各分局每人每年酒類消費量
資料來源：同圖2
說明：為方便讀者辨識，此處僅呈現出1997年消費量最高的前七個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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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政治經濟的發展脈絡下，原住民地區雖然較晚受到酒商品

化的影響，但是，1957年國民政府禁止山地私家釀酒的政策開始執行

之後，原住民族傳統文化中的用酒方式及其所代表的意涵就難以維持，

酒的商品化在原住民地區更為全面、徹底，導致1970年之後，原住民

族與原住民地區出現明顯高出台灣平均許多的酒類消費金額以及飲用量

的情形。

（二）原住民族的飲酒行為變化

在我們掌握了原住民族群與地區中酒的商品化過程之後，我們需要

進一步來了解原住民的飲酒行為是否隨著酒的商品化過程而有所變化。

台灣有許多關注原住民飲酒行為的學者曾經陸續調查過台灣某些

地域原住民的飲酒情形，其中有世代研究，也有橫斷式調查，在缺乏

具有長期時間序列研究的情況下，本研究先從彙整前人研究著手，探

討從不同年代的研究是否可以看出台灣原住民飲酒相關行為的歷史變

化。

根據Rin & Lin（1962）的研究指出，台灣原住民族於1949-1953年

間，各族的酒癮盛行率最低的是排灣族—幾乎沒有人患有酒癮，酒癮

盛行率最高的是阿美族，每1千位阿美族人中約有1.6人有酒癮，其次

是賽夏族1.5人、泰雅族1.1人；而四族平均為1.1人，比起當時台灣的

漢人族群每1萬人才有1位酒癮者的盛行率來看，原住民族的酒癮盛行

率是漢人的10倍以上。

很遺憾的，從1950年代中期以後至1980年代中期這段時期，台灣

並沒有研究原住民各族飲酒行為的研究調查。直到1980年代後期，葉

元麗等人調查泰雅族、排灣族、雅美族（達悟族）三族來與台北市的情

況作比較，發現三個原住民族群的酒癮盛行率皆較台北市的情況高出

至少3倍左右，泰雅與排灣兩族的酒癮盛行率皆在23％左右；而雅美

族為14.5％，台北市則只有4.9％的酒癮盛行率（葉元麗等　1987）。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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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後期所做的研究拿來與1950 年代的研究比較，泰雅族的酒癮

盛行率上升達208倍之多，意即在1950年代初期，每1千位泰雅族人

中，只有1.1位族人患有酒癮，到了1980年代末期只要每1百位泰雅族

人就會有23位泰雅族人是酒癮者，這種變化實在相當的大。

1980年代後期國家科學委員會展開了一個長達十年的「台灣原住

民研究計劃」（Taiwan Aboriginal Study Project, 簡稱TASP），在十年內分

三個階段去探討台灣原住民的飲酒問題，主要針對台灣原住民族群中

的阿美族、泰雅族、排灣族以及布農族四族的原住民做調查。該研究

計畫的第一階段研究調查發現，1980年代後期，這四族的原住民皆有

相當高的酒癮盛行率，由低到高分別為阿美族44.2％、排灣族47.0％、

泰雅族51.7％、布農族55.5％（Cheng & Chen 1995）。這個第一階段的

研究結果相較起1950年代Rin & Lin的研究結果，原住民的酒癮盛行率

從1950年代初期到1980年代後期這40年間，出現了500倍左右的成

長。雖然目前尚無法釐清這中間的落差是因為不同的研究設計所造

成，但是從近40年間出現酒癮盛行率成長500倍來看，台灣原住民族

的飲酒行為確實出現了相當大的變化。

從過去各時期針對原住民飲酒相關行為研究的比較中，雖然因為

各研究的立意以及方法設計有所不同而難以作精確的比較，這變化雖

然是一個模糊的狀態，我們卻不難看出在1950年代初期至1980年代後

期，這四十年之間台灣的原住民族群發生劇烈的飲酒行為變化，即，

越來越多的原住民飲酒，而且越來越多的原住民成為酒癮者。

而這個變動的年代正好也與本論壇第一篇文章所指出的，受到世

界資本主義潮流的影響，在1950年代末期、60年代初期開始台灣社會

越來越商品化、市場化，資本主義化的發展快速入侵原住民社會；到

了1980年代末期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加劇了商品化與市場化的速度，

致使原住民部落傳統的生計經濟難以維持，最終迫使原住民出走部落

轉向都市謀生的年代，不謀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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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原住民社會變遷、酒商品化與原住民飲酒行為的變化、原住民

飲酒相關的健康問題，一同放在歷史的光譜上，我們注意到，1950年

代之初，國民政府因為統治與財政的需求而開展的公賣政策，使得酒

在台灣社會全面商品化，同一時期，原住民各族的酒癮盛行率就開始

攀升。加上台灣在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潮流下，國民政府從進口替代

到出口導向，開始推動工業發展，想留在原鄉卻無以為繼的經濟壓

力，讓許多中壯年的原住民族人從部落出走，成為資本社會工業發展

的勞動力來源；卻無奈於本身的教育程度、社經地位的弱勢處境，只

能投入最底層的勞動位置。然而最底層的勞動生活為原住民帶來的是

工作的可取代性高、健康風險高、失業率高、自主性低、成就感低，

及經濟上的不穩定。這個時期—從1950年代開始，不斷攀升的酒零售

商家數以及酒類消費值、酒類消費量，在原住民族群以及原住民地區

特別的顯著。商品化後的酒與原住民因投入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後所承

受的巨大壓力及挫折，致使原住民越來越容易以酒來迴避這種難以翻

身的挫折感。而公共衛生領域所看見的原住民族的高酒癮盛行率、高

飲酒相關疾病的死亡率以及其所造成的健康不平等情形，正是原住民

經歷數十年資本社會變遷的最終結果。

（三）被邊緣化的屏東排灣族人

探討至此，我們已經可以釐清主宰原住民族飲酒相關健康問題惡

化的兩大政經及歷史趨勢，其一是本論壇第一篇文章所指出的：原住

民傳統的經濟環境受到資本主義的影響，漸漸無法讓族人維生而造成

原鄉人口往外遷徙，又受限於本身勞動條件，讓原住民無法向上流

動，只能在勞動市場的最底層維生；其二是酒的商品化隨著市場經濟

進入原鄉部落，取代了傳統的用酒文化，越來越多的行銷通路使得酒

變成只要有錢就可以買來喝的商品，而酒在傳統文化所象徵的意涵也

逐漸消失。然而這兩大趨勢又是如何與原住民個人產生關係，進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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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到原住民飲酒的行為以及健康呢？在此，筆者選擇進入田野之中深

入了解這些變化產生的過程，透由一個屏東縣排灣族部落的共同經歷

以及部落族人的生命經驗來找出這三者之間可能的聯繫。

1、變遷中的部落

月桃村，9這個南台灣的排灣族部落，早期以最簡單的農耕生活就

可以提供所有族人的生活所需，那時，市場經濟還沒有在部落裡生根。

然而隨著台灣的政治經濟的發展，部落裡的族人漸漸感受到山上

的經濟環境無法滿足族人的生活需求，因為在傳統社會的經濟環境已

經受到市場經濟的取代，最重要的是山上農業的生產無法為他們賺來

貨幣，沒有貨幣，他們就無法取得生活所需的一切物資，甚至包括最

基本的醫療與教育的機會提供及其所需要的相關支出。因此許多族人

選擇離開部落到外地找工作，又因為孩子的教育問題、高頻率更換工

作的的情況，進而使這些族人決定定居在平地，只有在假日時能夠回

到山上探望族裡的長輩與家人。就如筆者訪談時，族人所敘述的情

景：

年輕人都到外地去了，因為你不能靠種田當作日常的經濟來源，

年輕人都出去工作了。（訪談N2-07）

其實外面工作有錢你就買（房子）阿，阿為了小孩子讀書方便阿⋯

對不對？！你看我哥哥、我姊姊住在平地阿⋯⋯有的（戶籍）是在

這裡阿，阿（戶籍）遷出去是為了小孩子讀書阿，戶口的問題阿！

（訪談R11-09）

9 此節的地名與人名皆為代名。田野部落、受訪者背景介紹以及訪談代碼意思，請參

考筆者於2007年完成之成大公共衛生研究所碩士論文《酒的商品化與原住民飲酒行
為及其相關健康問題：一個政治經濟學的歷史分析》第三章材料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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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筆者進一步了解這些族人在外的工作狀況時發現，他們普遍

從事營造業、屠宰業、政府臨時工等工作，這些難得的工作機會雖然

讓他們的經濟生活短時間內稍有改善，然而品質惡劣的工作環境、不

穩定的工作機會、健康風險高的工作型態、可替代性高的勞動特色，

卻為他們的生活帶來更大的負擔。部落幾位屬於中壯年族群的族人分

享：

工作的內容大部分是鐵工，要不然就是開車的、捆工或者在工廠

做體力工⋯⋯都是比較出勞力的工作。(訪談N2-07)

有些朋友介紹的⋯⋯那個工作都沒有固定，這個做完，包括我們

在這邊兩個月溫室做一做（筆者註：R11受訪當時在做建立溫室的

工程），然後就交給他們，我們跑那個台灣省（筆者註：意指哪裡

有工作就到哪裡，範圍遍及全台）啦！（訪談R11-09）

每天都來兩部車載兩組人去（上工），有阿，就是去喔。像我們村

就死了一個年輕的媽媽，還有隔壁村有受傷的有幾個，都被撞

死，就在工作的時候阿就被撞阿⋯⋯就在掃地阿，那個路過的車

子就超路肩，就撞到⋯⋯（訪談N1-06）

這些排灣族人的經濟生活受到台灣政治經濟發展的影響，在台灣

逐漸邁入工業化的同時，整體經濟環境不利部落傳統生計經濟的情況

下，除了還是以農耕為主要勞動方式的老一輩族人之外，青壯年族人

必須外移至快速工業化的都市中謀生。隨著人口的外移，政府裁撤掉

了部落裡唯一的小學，造成月桃村不論在經濟生活或者義務教育的提

供上，都呈現出萎縮的現象。然而這些往外尋求工作機會的青壯年族

人所面臨的現實卻是，自身的低教育程度以及缺乏專業技術訓練的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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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條件，使得他們必須在不穩定、可替代性高、居無定所的工作環境

中謀生，這些非典型的工作更時常存在很高的健康風險，然而為了個

人與家庭的經濟生活得以維持，這些部落的青壯年族人也必須強迫自

己對這些健康危害視而不見。

2、酒的商品化在部落

在筆者的田野經驗中，月桃村族人對傳統飲酒文化的描述幾乎不

離「祭典之前」、「農作有豐收」、「長者或勇士才能喝」這三項特徵，這

代表了在月桃村的傳統文化中，飲酒確實有其重要的意涵。在月桃村

中，過去為了部落的祭典儀式或者家中的婚喪喜慶，村裡的族人會利

用盈收的穀物或果類來釀製酒；相反的，不到重要的節慶，或者每年

農作收穫之後沒有剩餘的穀物及果類可供釀酒的話，平常在部落裡是

絕對沒有酒可以喝的。一位在部落中長大的大姊告訴我：

以前的豐年祭有沒有，就是你剛剛講的，那種小米酒才有人釀

嘛！就是重要的節日才有那種小米阿，才會釀那種（酒），不是說

隨便就可以釀的，要很重要的日子才會釀那個酒嘛！（訪談R1-

01）

而且在酒的釀製過程中，還要承擔可能釀製失敗的風險，所以每

次所能夠得到的酒量其實並不多，在節慶祭典的場合中使用時，也唯

有具特殊功績的族人，才能接受頭目及部落耆老的祝福得到酒喝，一

般人是很難喝得到酒的。頭目在接受我的訪談時提到：

就算你豐收又怎麼樣，你釀酒釀不好的時候還是酸的ㄟ，沒有辦

法發酵，你喝的酒是酸的！（記者會R3-11）



271台灣原住民族飲酒相關健康問題的政治經濟分析

以前難得有酒喝嘛！知道嗎？因為那是一個犒賞，是一個獎賞，

你要當領導者，這是一個獎賞。（訪談R3-03）

隨著世界資本主義的巨大潮流，酒的商品化透過國家政策的推行

逐漸在月桃村中成形，取代了傳統文化中的酒；這個取代使得部落中

的酒開始必須用貨幣交換才能取得，而部落中的雜貨店與卡拉OK則成

為政府以及酒類經銷商將商品酒推銷進入部落的便利管道。部落裡經

營雜貨店的vuvu10說：

以前是有別家（開雜貨店的），現在只有我們跟下月桃那家，那邊

（指下月桃的方向）有沒有？！⋯⋯（公賣局）沒有再來抓（非法賣

酒）了⋯⋯很多在賣（酒）⋯⋯隔壁（卡拉OK）也有。（訪談R13-

13）

對於部落中的vuvu而言，他們的人生歲月，正好見證了這一切的

變化，從傳統文化中，對酒的使用相當的慎重，到最後看到部落中的

孩子們因為酒的容易取得而逐漸成癮，而感到心痛，卻無能為力。一

位接受訪談的vuvu描述部落裡面開雜貨店的vuvu遇到的情況給我聽：

會喝阿，叫他不要喝⋯⋯那是做生意的⋯⋯還是喝⋯⋯(筆者註：

家裡開雜貨店的vuvu會跟她兒子說店裡的酒是拿來賣的，不是拿

來給他而喝的，但兒子不聽、照喝 )。（訪談R13-13）

媽媽喜歡（筆者註：希望之意）那個酒把它倒掉，我喜歡倒掉，

（希望）沒有（酒）啦！沒有（人）去買（酒）！（訪談R6-05）

10 排灣族語爺爺、奶奶或孫子的意思，本文用以指爺爺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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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部落的中生代族人而言，他們對市場經濟的入侵無能為力，

傳統文化變成大家口耳相傳的過去，真正部落裡的實況是，只要有

錢，越來越容易買到的酒，使得越來越多族人開始習慣飲酒、進而成

癮，這也讓肩負著部落發展重責的中壯年族人開始質疑，酒的商品化

真的是部落需要的嗎？可不可以有別的路走呢？這些無奈與質疑，我

在訪談幾位部落中壯年的族人時，聽到的特別多：

以前喝酒的人很少，也可能是因為我們沒看到，但是現在就真的

很多，到處都看的到，尤其是年輕人。（訪談N1-06）

我們山上喔，對，（賣酒的）有越來越多啦！⋯⋯一開始（筆者

註：約在1960年代左右）只有一兩家，現在越來越多，因為很多

人在喝阿，當然就越來越多阿。（訪談R4-04）

因為沒有錢哪，沒有錢哪，只能有什麼酒就這樣子（喝）了，比較

好的當然會沒有錢買！到最後，又沒有錢買高級的酒，都是喝那

個私自釀的酒，三瓶一百塊，據我瞭解是這樣，寶特瓶裝的三瓶

一百塊，喝到最後的時候都是酒精中毒，越來越不能自已，越喝

越多，不喝的話就沒有力量，到最後變成部落呈現出這樣一個現

象。（記者會R3-11）

大概也是因為我們釀酒比較麻煩吧！！阿乾脆去雜貨店買不是更

方便？！（訪談R4-04）

我常在想說為什麼要製造酒？因為酒，造成了很多家庭的悲劇，為

什麼政府一直提倡這種事情，為什麼他們一直拼命做、拼命賣，然

後叫我們不要喝、少喝少喝，對不對？！那他們就拼命的在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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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酒、賣酒），那他叫他們不要做不是更好嗎？（訪談R4-04）

而對部落的青少年族人而言，傳統的飲酒意涵已經日漸萎縮，用

貨幣去交換酒是天經地義的事，只要經濟方面有父母可以支持，只要

商家願意賣酒給他們，喝酒不再是大人的權利、不再是勇士的光榮。

幾位部落的青少年告訴我：

我有一個朋友他就是跟家長吵架，後來他媽媽就比較放縱他，就

是他要什麼他媽媽就會給他。（酒錢）就是平均分攤阿，如果不夠

錢他就會找他媽媽，叫他媽媽一起來聚會，然後順便叫媽媽付錢

這樣。（訪談R7-08）

雜貨店、專賣店吧？！也是雜貨店啦 ! （筆者註：指未成年的青少

年都在雜貨店買酒喝）7-11不賣，除非你可以騙過他（筆者註：指

隱瞞未成年的事實而買到酒）。（訪談R8、R9-08）

排灣族的作家利格拉樂．阿 （1997）在《紅嘴巴的VUVU》書中記

錄了一段話，筆者認為非常能夠代表酒的商品化迄今對月桃村族人的

影響：

現在酒到處買得到，又便宜，怎麼不會上癮呢？（頁188）

酒在月桃村中從豐收有餘、祭典之前、特殊功績者才能使用的情

境，因為受到台灣政經情勢發展的影響，致使酒作為商品、有錢就能

買到的情境漸漸取代了傳統的用酒規範，老人家的感嘆與心痛、中壯

年的掙扎與沉淪、青少年的習以為常，不同世代的月桃村族人用生命

見證了酒的商品化對原住民傳統部落文化的衝擊與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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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被邊緣化情境下屏東排灣族人的飲酒行為與相關健康問題

部落的傳統文化、生產方式隨著資本主義的入侵而漸漸崩解，伴

隨著酒的商品化越來越徹底，月桃村族人面對生活中的巨大壓力，又

是如何漸漸的與酒靠近？致使他們付出寶貴的健康為代價呢？筆者深

入兩位部落族人的生命故事，希望能夠釐清這之間的連結。

1、工作、家庭責任與飲酒行為

達明是一位約40幾歲的族人，在青少年時期是部落裡體育最好的

年輕人，也很懂事。在婚後因為部落經濟難以維持一家人的生活，加

上孩子就學的需要，因此帶著家人離開月桃村進入平地鄉鎮工作。由

於不高的教育程度，使得他的就業選擇不多，他做過建築工地的工

人，後來他與太太都在屠宰場工作。達明在工作中與同事很容易打成

一片，下班之後常常三五好友約了小酌一杯，漸漸地，原本不喝酒的

達明染上喝酒的習慣，常常喝到醉了才回家。後來又因為體力上對所

從事的工作的不勝負荷與不滿，漸漸以酒發洩情緒，導致後來因為宿

醉而常常曠班。因曠班過多而失業的達明，靠著飲酒來逃避家人譴責

的壓力，漸漸的，達明會在酒後把不滿的情緒發洩在家人的身上，造

成與家人之間的裂隙越來越大，也曾經出現家暴的舉動，導致家庭的

破裂。從此之後，在資本社會適應不良的達明回到部落當中，跟隨著

父親幫忙農田裡的一些工作，但是始終擺脫不掉酒癮的達明，只要一

空閒下來，就跟部落裡面的三五好友聚在一起喝酒，此時達明的身體

已漸漸因為飲酒過量而出現問題，肝硬化、酒醉受傷時有所聞，也曾

經因為酒醉駕車出車禍而入院開刀，最後在一次酒醉之後到溪邊去捉

魚蝦要給小孩吃而失足落水，達明寶貴的生命因而喪失，令家人萬分

心痛，更讓部落族人唏噓不已。

達明嫂：我覺得最大⋯⋯對他來講最大的改變就是影響到我們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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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家庭，然後二方面就是他自己的身體也壞掉了，然後最後他自

己也沒有工作可以做。比較可能就是小孩子跟他的關係，疏離

了！因為動不動就會發脾氣嘛！阿有時候這樣⋯⋯呃⋯⋯三更半

夜會叫小孩子起來阿，反正就是高興怎樣就怎樣，就變成小孩子

開始在那邊躲阿，尤其是那個小的，他蠻怕的，對！一看到爸爸

酒醉的時候，他就會躲起來，就變成親子方面沒辦法。（訪談R1-

01）

達明兒子：因為他沒有喝酒回來的時候都會關心我們阿，要不要

喝什麼要不要吃什麼，然後他自己去買⋯⋯喝酒了以後就會很囉

唆，會吩咐我們做什麼做什麼。（訪談R7-08）

2、生命劇變、經濟壓力與飲酒行為

楓華是一位原住民單親媽媽，從小便在月桃村裡長大的她，家人

在她小時候便有飲酒的習慣，因此楓華從以前便會偶爾喝點小酒，但

是從未發生過酗酒的情形，真正促使她飲酒行為產生重大變化的原因

是在她生命中出現了重大變故。長的很漂亮的楓華，很年輕的時候就

跟同是排灣族的先生結婚了，婚後便搬到山下的碰坑村居住。沒有多

久她就懷孕了，但是這種快樂維持不到她的孩子出世，她的先生在她

懷孕八個月，某個星期六下班騎著摩托車回家的路上，被一位酒後開

車的駕駛人，駕駛著廂型車由後追撞，當場死在每日回家必經之路。

悲慟不已的她，在一個月以後生下了夫妻倆期待已久的兒子。剛開始

還有婆家的家人照料她們母子倆，但是在公公生病過世之後，兒子也

要上幼稚園的緣故，她就搬出婆家，用先生的賠償金租了一間房子，

跟兒子一起住在外面。與兒子搬到外面之後，一切都要自己照料的生

活，使得她生活壓力越來越重。小時候因為生病導致腳的部分殘障使

得她從小到大沒有任何工作的經驗，加上只有小學的教育程度，遍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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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不著的楓華，只能靠著政府每月補助的殘障津貼過活。約在兒子

八歲之後，她終於受不了生活的壓力，以及經濟困難的壓迫，她開始

藉由喝酒逃避這些令她煩惱的痛苦，久而久之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酗酒

者。因為酒癮而漸漸無法自理生活的楓華，對兒子的照顧也出現問

題，兒子常常因為母親的酒醉而沒有飯吃，幸好部落族人會相互照

應，不至於讓楓華的兒子挨餓。但是疏忽親職的楓華最後還是在社會

局的要求下，與兒子分開居住。此時期的楓華為了讓兒子回到自己的

身邊，很努力的堅持了一陣子滴酒不沾的生活。但是如影隨形的困苦

生活以及同儕之間的吆喝，讓楓華反覆的沉淪於酒精之中，無法自

拔。現在的楓華因為飲酒過量導致肝硬化、全身水腫、無法行走，在

醫生告誡再多喝一口便會沒命的狀況下，楓華已經不敢再喝酒了。

楓華： 我一個人可以酒喝成這樣，我從他（指兒子）國小三年級就

一直猛喝⋯⋯都是我老公死掉八年還是九年⋯⋯.最近三年

就開始喝很多。⋯⋯可能是我想的太多，沒有人可以分擔

我家裡的經濟，都是靠我的殘障（津貼）⋯⋯我就想要去喝

酒，把那個事情忘掉這樣。（訪談R2-02）

楓華：我保利達、啤酒、高梁、米酒、玫瑰紅、葡萄酒、XO都喝過

訪：那你最常喝什麼？

楓華： 米酒！那是我的朋友，哈哈哈哈！⋯⋯上個月的話我差不

多喝掉2,500元，我可以一個人一次三瓶米酒這樣子喝⋯⋯

（訪談R2-02）

楓華： 他們就一直講，我一直聽他們在講，那個時候他們就跟我

講，如果你再喝，繼續下去，他說那個社會局的人會把你

的孩子帶走你都不曉得，叫我不要再喝了。⋯⋯我最近才

想到說，我怎麼一直喝？！孩子也慢慢長大了，孩子也要

顧面子阿，對阿~總不能一直墮落下去，也要為小孩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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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來著想。（訪談R2-02）

達明與楓華的飲酒行為及其相關健康問題的發生與變化過程，完

全反映出月桃村的族人在部落環境受到台灣整體政治經濟變遷影響的

同時，個人的社會關係也遭到扭轉，以至於後來產生生活失衡的典型

經歷，這種生命的挫折加上部落中酒的商品化，使得靠飲酒來逃避生

命所遭遇的挫折與壓力成為一種常態，終致對他們的健康、家庭以及

經濟生活造成難以回復的傷害。月桃村族人的生命經驗，彷彿台灣原

住民族的縮影，他們因為資本主義影響導致部落經濟無以為繼而離開

部落到外地工作，卻因為各種社經條件的弱勢，使得他們只能在勞動

市場的底層為生，多重的弱勢處境惡性循環所導致的生活壓力，加上

酒的商品化導致酒的取得相當便利，使得原住民族人漸漸與酒越走越

近，越來越高的酒癮盛行率以及越來越惡化的飲酒相關健康問題，便

成為原住民終其一生難以擺脫的夢魘。

五、結語

筆者做為主流公衛界所培養出來的研究者，當筆者從各種文獻以

及數據上面認識到原住民飲酒相關健康問題的不平等處境時，不禁納

悶，為何飲酒的問題會在原住民族群特別的嚴重？在台灣全體國民健

康狀況都向上提升的同時，為何原住民的健康不平等與弱勢處境卻逐

步惡化？在爬梳前人的研究，絕大多數的著述在責任歸屬是個人化

的、在時間向度是片段的、在研究範疇是片面的，這種種對原住民飲

酒相關健康問題惡化的詮釋，並無法解決筆者心中的疑問。因此，取

經於國外研究，筆者嘗試以政治經濟學的方法進行原住民飲酒相關健

康問題的歷史分析。

運用政治經濟學的歷史分析方法讓我們看見，台灣原住民族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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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的入侵，導致其賴以生存的文化、生產方式逐步瓦解的同

時，原住民便面臨向資本社會靠攏的壓力與無奈，因此，多重的弱勢

處境在原住民族身上一一發生。加上酒作為統治者財務的收入來源，

在政策一步步的驅使下，酒的商品化鋪天蓋地的襲向原住民部落，部

落中傳統飲酒的意涵在部落規範瓦解及酒的商品化的雙重壓力之下全

面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以貨幣換取商品的酒類消費模式。因此，生活

陷入困頓、經濟無以為繼的原住民便在這兩大政經發展當中，成為犧

牲品。快速上升的酒癮盛行率、越來越惡化的飲酒相關健康問題，使

得諸多原住民家庭因而陷入不斷循環噩夢之中，難以脫身。

經此分析，我們清楚看見原住民的健康不平等並非命中註定，台

灣原住民飲酒行為及其相關健康問題的惡化，是受到層層疊疊的社會

結構所壓迫、是台灣政治經濟發展底下的犧牲、是資本主義對弱勢族

群最沉重的一擊；我們必須要從政治經濟的歷史分析看見束縛住原住

民手腳的鐐銬，一起與之掙脫、反抗這種不人性化、不公不義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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